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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

———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董方杰 周海燕

〔摘要〕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

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 “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 ( 中国体验) 做出深描。相较
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

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 ( 中国体验) 作为一种集体表
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
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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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三线建设与日常体验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受到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影响，出于国家战备需要，中国于 1964 年开始了
对全国工业分布的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调迁沿海及大城市的大中型工矿、军工企业、科研单位及大专
院校在“三线”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也使西部地
区第一次在国家工业与经济计划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①这场持续近 17 年的经济建设与移民迁徙运动
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生产及城市布局②，也改变了近千万人一生的命运。

时至今日，虽然三线建设已逐渐沉留于历史，但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无论在研究内容还

是研究范式上不断推陈出新。从研究内容上看，三线研究大致可以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概
括，宏观研究涉足三线建设的原因、背景、决策、实施过程、后续影响及后世评价，侧重于宏观经济史
与政治史; 中观研究涉足三线建设在具体区域的实施情况，侧重于区域经济史与当地城市化; 微观研究

涉足某个特定企业或特定人群，侧重于日常生活、集体记忆、身份认同、行动策略、政治动员等。而从
研究范式上看，三线研究正在经历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到日常的社会生活体验，从自上而下的精英视

角到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从传统史学范式到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史实的罗列与考证到理解、行动、情
感与记忆的机制机理分析，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口述史方法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为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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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注入了一股更为鲜活的力量，加快了视域下移的速度，而诸多社会学学者的进入则拓宽了研究议题

与理论道路。
虽然三线研究正处于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但涉及三线建设与现代性等相关议题时，现有研究基本采

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显然从传统观点看这是一个极为宏观的话题，但是当我们以口述史的路径

自下而上再审视时，可以看到被忽略的个体体验与日常生活在三线建设近 20 年浩荡历史中的样貌与变
化，而这涉及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脉络。
第一个是现代性的双重面向。关于现代性 ( Modernity) 的理解往往呈现出两条鲜明的路径，一种

从器物性的角度理解，具体包括物质、制度、组织等，如 “一个现代国家的鲜明特色就被视为大众教
育、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制化以及快速的通讯和交通等”③，另一种倾向于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心境
与观念，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精神特质，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说，现代不应该只被看作是 “一种政治
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 ( mentality) ”。④具体到我们的研究问题中，如果说传
统观点对于现代性的器物性理解是一种传统的自上而下视角，它探讨的是三线建设在促进三线地区工业

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方面的作用，那么作为心境与观念的现代性则显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换句
话说，当三线建设进程中的亲历者，无论他们是调迁进入三线地区还是从三线地区通过各类途径参与建

设，面对工厂、学校、城市、各类传播媒介这些制造现代性的 “容器”在三线地区的嵌入过程中，亲
历者的现代性体验是怎样的?

第二个是嵌入理论。作为经济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嵌入理论自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等人提
出发展以来，一般用于讨论社会主体与经济主体的互动问题，但随着 “嵌入”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大与
泛化，逐渐“泛指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植入另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之中”⑤，尤其在国家与社会理
论范式由“国家中心主义”路径日渐转向“国家 －社会互构”过程中，“嵌入”理论为我们更好地理
解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与受众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合的分析性工具。具体到研
究问题中，三线建设源自国家的战备需要，是一种战备时代国家主导的现代性嵌入，这种现代性嵌入以

外生的工业化力量为主体，以国家的政治动员为手段，根本目标是 “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因此，
作为附着这种现代性嵌入特征的三线工厂与三线亲历者来说，他们与三线地区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一
方面，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要求下，1960 年代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年轻人、工业设备、生产及
组织制度，还有附着其中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大规模涌入当时还是 “一穷二白”的三线地区，会带
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符合当地原生社会对于现代性生活的向往与需求; 但另一方

面，外生的现代性力量在嵌入过程中与原生社会系统之间又会存在摩擦。微观视角下，三线建设的现代
性嵌入以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法，即诸多三线厂既是现代性的灯塔，也是现代性的孤岛，在具体层面上，

体现为工地社会的生产嵌入、类军营社会的组织嵌入、单位社会的生活嵌入。
第三个是关于中国体验的时代拓展。中国体验⑥的提出源自改革开放后急速的社会变迁下中国民众

微观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提炼，它是对 “中国经验”自下而上的感性理解与内生体验，本文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认为中国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概括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想类型，对于理解国家主导的

现代性嵌入中工业化的迅速扩张、政治动员时的集体记忆、生命体验与社会心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这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也可以称之为 “另类的现代性体验”，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实践之中，并存在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种 “另类的现代性体验”是对 “西方中心论”的有
力反击。
因此，本文想要于三线研究的范式转型过程中，以贵州地区为例，综合运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

院“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之“三线建设”企业的访谈资料，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填补历
史的鲜活空白，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 “工地社会” “类军营社会”与 “单位社会”三个理
想类型来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 ( 中国

体验) 做出独特的深描。
二、“让毛主席睡好觉”———工地社会的生产嵌入
“工地社会”的概念源自《工地社会: 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一书，主要
用于概括“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型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国家权力在工地上扩张、渗透与运作而形
成的一种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状态”⑦，它是“一种人与制度的结合体，也是国家中的社会，更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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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社会中推进工业化进程与国家政权建设的非常规路径”。⑧1949 － 1978 年间，依据中央战略或地方
资源对某地进行“工地化”⑨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如三线建设过程中的攀枝花、六盘水、
十堰、金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本文将 “工地社会”的概念引入，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三线建设初始阶
段生产与生活的微观浓缩与理想类型，重点突出各三线厂在进入之初的生产嵌入特征。
具体来说，当三线建设正式开始实施，大量的施工现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个以国家为主导的新

型生产场域———工地社会，它是一种现代性的外生力量。出于备战的国家战略与保密的要求，有很大一
部分涉及尖端技术或国防军工的三线企业按照 “靠山、进洞、分散”的规划要求，进入 “深山老林”
之中，在当时新中国工业布局极端不平衡的状况下，大量三线厂投产前的基本建设很少能够依靠当地的

人员与设备，与“引洮上山”中大型工程“全民动员”的工地社会相比，三线建设的工地社会充分展
现了嵌入性的特征。
一方面，绝大部分三线建设者均是来自于沿海及各类大中型城市的大型工矿企业。在 “好人好马

上三线”的政治动员下，新中国最优秀的技术人员、最熟练的产业工人以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参与到
支援三线建设的过程中，许多企业甚至在三线地区调迁 “复制”了一个原厂。在我们的访谈中，当年
的参与者回忆道: “105 厂提出了一个口号叫 ‘主力精华转移，支援三线建设’。‘主力精华转移’，就
是把我们的核心技术、精干人员、精良设备都转移到‘三线’……从天津全套地、成建制地搬迁过来，
包括人员设备、资料、技术以至于家具，全套供应。” ( SX1 口述，2019) “我们来三线都是配套的，搞
财务的、搞管理的、搞技术的、搞基建的、搞设计等方面的人都有，是一套班子，来了就能开展工作，
当时大家都觉得很骄傲很高兴嘞。” ( SX63 口述，2019)
如果说“一五计划”中苏联直接援助的 156 个项目，开创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国援助一个落后的农

业国建立完整工业化体系的先例，是现代性拷贝的跨国尝试，那么三线计划则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现代性

拷贝实践，不仅带来了外生的现代性物质力量，并且伴随着工地社会的推进，也带来了外生的现代性生

产制度。
另一方面，从工地社会的建设速度来看，则体现出了一种加速工业化的特征。这种加速工业化一是

由于周边安全局势的客观要求，更为我们所关注的则是加速工业化背后的情感动员、共同体的意义感锻
造与劳动者的自我驱动。“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利的外
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
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⑩，这种在革命年代对于群众情感唤起与动员的工作方式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各类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中。在我们的访谈中，三线亲历者叙述自己努力工作时最多提起的一
句话就是“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这种带有鲜明底层叙事的朴素情感又在劳模宣讲、典型示
范、突击队宣誓、劳动竞赛、成果报喜、忆苦思甜、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仪式展演与工作场景中得
到不断的唤起、强化与传承，个体的情感充分释放，汇入集体的力量之中，转化为群体认同，由此产生
的集体行动造就了工地社会的 “欢腾景观”，以至于岁月流逝后的今日已成为全体三线人的集体记忆和
叙述框架。

我感觉三线建设就是一座无形的长城。我们搞三线建设就是在修长城，修一座无形的万里长
城，抵御外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特别在六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
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长达 7300 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
我台湾海峡，又挟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

东、南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70 年代越南在
打仗，后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这些都是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个年代，国家领导
人把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所有的苦难，都纳入他的视野。然后要奋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帝国主义
欺负，被外敌欺负，因此做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的决策。( SX118 口述，2019)
伴随着外有强敌环伺， “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 SX149 口述，2019) ，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

( SX52 口述，2019) ，内部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内外的危机在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政治口号
形塑下，三线建设与保家卫国联系在了一起，“个人经验与国家话语相互关联，从而实现意义的集体生
产”瑏瑡，并最终内化为亲历者共同的行动纲领与价值追求，锻造了 “三线人”作为一个身份共同体的意
义感，由此实现了自我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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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那个时候呀，大家干劲足啊! 就是那种上进心吧，好好干，老实干，听党的。说备战备荒
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要真的打仗，要真的打大仗。我本来就是当兵的，又在这种情况下，那
就拼命干呐。苦不苦? 不苦! 比红军两万五好多了! 为啥要干啊? 让毛主席睡好觉。 ( SX52 口述，
2019)
如果说布若威的“赶工游戏”在行动层面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工人为什么努力工作以实现

超额生产，那么上述亲历者的这段话则回答了在战备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动者在工地社会中，即使面

临“住的是油毛毡，床下都是烂泥” ( SX85 口述，2019 ) 的恶劣环境，依旧 “拼命干”的缘由，在
“当年设计、当年建设、当年建成、当年搬迁” ( SX1 口述，2019) 的政治目标以及 “为了让毛主席睡
好觉”的情感动员与朴素愿景下，三线建设最终推动了整个实施地区工业的迅速发展，以贵州地区为
例，到 1980 年该省工业产值猛增到 45. 19 亿，是 1963 年 6. 17 倍。瑏瑢

三、“时刻准备打仗”———类军营社会的组织嵌入
1960 年代由于中国在东南西北四个主要战略方向上相继遭受较大的国际压力，1964 年 4 月 25 日，
一份总参谋部的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等中央常委的案头，时值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报 “三五计划”初步
设想前后，该报告指出: “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 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
学工业和 52%的国防工业; 全国有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二十个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口的城
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防，特别
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瑏瑣该报告最后建议: “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
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
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瑏瑤自此，三线建设正式提上国家的中心日程，
以备战为核心，“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瑏瑥，从 1964 年到 1980 年，国家投
资 2052. 68 多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 39. 01% 瑏瑦，将这些主要分布于沿海及大城市的工

业设施拷贝或搬迁到三线地区，促进了中国腹地能源、交通、钢铁、机电工程、军工等组成的比较全面
的国家工业体系的形成。
如果说前文的“工地社会”是三线建设初期生产实践的微观浓缩，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

化与工业化初期，国家权力是如何弥散在生产实践的背后，那么 “类军营社会”则是用于概括战备年
代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社会军事化的尝试。正如本章开头所特意营造的备战氛围一样，它是特殊时期国家
权力为了强化对于地方的控制，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动员效率，加快生产，抓紧备战，由后台走向前台

的直接显现，也是革命年代成功经验的继承与演化，同样的，它也是一个总体性社会中 “国家政权建
设”的非常规路径，强调的是其组织嵌入的特征。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类军营社会不仅嵌入于三线
地区的地理环境中，也嵌入在工业生产的每一道工序里，更嵌入在三线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上。
首先是嵌入在有形的地理环境中。由于三线建设中保密制度的严格执行，三线厂对外普遍采用信箱

号码或数字代码代替厂名，对内实行各类通行证、保密教育卡以及保密教育的常态化，使得三线厂与周
边泾渭分明，像是嵌入一座座军营，保持着极为神秘的印象: “单位里的保密制度主要跟我们的工作有
关。比如说我们的施工范围，写信的时候都不能给家人讲。我们也能理解，确实从实际来说 ‘三线’
建设是属于国家的保密工程。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单位内部的人，跟外面的人也不要说是做什么的。我们
在山洞里面施工也不能说，比较怕有特务这些什么的。专门开过相关的会议，让我们不要带任何生人进
来，带人来了都赶快要送出去。我们的建筑工作做好以后，011 系统的人就会把门全部封掉，我们就不
能再进去了”。( SX99 口述，2019)
其次是工厂生产中的类军事化设置。这种类军事化设置最重要的是将工业生产中的科层制体系与社

会主义的群众路线进行耦合，形成纵向的权力结构与横向的控制网络，达到生产和生活高度一致的统合

目标，强化动员能力，提升生产效率: “正规车间有第一加工车间，第二加工车间。然后有一个翻砂
间，专门翻零件。一个喷漆电镀车间。还有一个试制车间，新产品不都是要试制嘛。加起来有 12 个车
间。‘文革’期间不叫车间，叫连队，一连、二连。像我们的供应科是九连嘛，我是副连长 ( 哈哈笑) ，
实际上就是副科长。上下班听号，录音机广播放，上班有进攻号，就是打仗时候那个冲锋号，下班有下
班的号，就是那个懒洋洋的声音，休息有休息的号。好多事情都是广播，比如说深更半夜的，来了几个
车的水泥，它那就广播: 水泥到了，赶紧起床啦，有事情啦! 呼噜呼噜地跑过去 ( 搬) 下车。都得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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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听指挥，要统一行动嘛，平时上班喇叭一响号一吹，咚咚咚往车间跑”。( SX52 口述，2019)
在保持工业突飞猛进的同时，国家的备战目标在各三线厂常态化的民兵训练与军事演习中得到充分

贯彻，“时刻准备打仗”，而且是立足“大打、早打”。“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政治体制所奉行的精神及
其运作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而是要渗透到社会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现代化使命的驱动及社
会资源总量的不足，导致战争年代集权模式在革命后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延续与再生。”瑏瑧战争年代模式的
继承打造了三线战备体系的组织骨架，战备的观念以及即将打仗的紧张感如血液般流淌在各级组织的工

作日程以及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中，并借由各类动员技术得到维持与强化，以实现 “招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的备战目标。
其实，在“思想上同样是需要准备打仗的。作为职工来说，要保持紧张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

好，使‘三线’建设的速度加快，同时也要给职工宣传教育，从思想上提高警惕。厂里配备有民兵组
织，有普通民兵，也有基干民兵，都是非常不错的。刚搬迁来到贵阳时，厂里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
体育方面、民兵方面都是先进。像民兵组织，平时经常训练，也搞整队训练，拉出去到靶场去打靶。当
时南明区武装部组织我们工具厂的武装部，成立民兵组织。实际上一旦战争需要的时候，基干民兵马上
就可以变成正规军。我们工具厂女民兵相对要少一点，以男民兵为主，但女民兵中也有一些打靶很准
的。可以说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南明区武装部专门给工具厂的民兵组织配备了一百
多支枪支，包括弹药、手榴弹。另外，厂里还专门有一个地下防空洞，一旦战争发生，可以进防空洞预
防空炸”。( SX74 口述，2019) 进一步，“工厂里面的保密制度相当严，对保密工作特别重视。我们不
能泄露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能大概说是被服厂的，其他的就不能说了。外面有人值班，个个身上别好
枪，来回转。厂里面经常教导，说像我们出去，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还经常开职工代表
大会，进行宣传教育。所以也有些老同志都是在工厂里面训出来的，比较本分，踏踏实实地干工作干一
辈子”。( SX36 口述，2019)
最后是类军营社会对于日常生活的嵌入。有关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泛政治化主题是学者们研究

毛泽东时代日常生活的重点，本文认为这种日常生活的类军事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关注方向。以三
线建设为例，随着类军营社会在地理空间、劳动空间、思想空间的三重嵌入，意味着国家与组织的意志
与战备的目标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与私人情感领域。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泛开展的读报小组运动使得
人民群众“在脑海中形成一张日常生活的政治意义地图”瑏瑨，国家在日常生活中建构了一种崭新的 “政
治类型学”，使其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那么由于三线备战所形成的独特的 “类军营社会”则是这种
政治类型学的乌托邦呈现。生活在 “类军营社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一种战备观念带来的紧张
感以及与此相伴的行动力与组织度，可谓厉兵秣马、枕戈待旦。

因为我们厂在一个山坳里面，附近都是大山，只要有人说哪里有敌台，大家就会很紧张。春天
的时候，( 有的) 农民在山上烧荒做草木灰，我们的意识很强，头脑中会想，是否是 “阶级敌人放
火了”? 所有人半夜三更就拿着洗脸盆去救火，摔得叮叮当当的。第二天才知道是农民在烧草木
灰，搞了好几次都这样的。( SX85 口述，2019)
还有敌我观念带来的分寸感。这种分寸感决定了深处其中的人们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对

哪些人说，什么不能对哪些人说，日常社会的类军事化为三线人划定了无形的话语禁忌框架，并且自觉

遵守: “备战活动我们主要是加紧生产，提高思想，防止敌特。那个时候学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多，当
时有军管的，车间里白天生产，晚上还要学习。不同级别的人都要求有保密意识。因为是和 ( 造) 飞
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算是重点单位，你不该说的话，不说; 不该问的东西，不问。和外边联系不能谈
这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我们都有人控制，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SX29 口述，2019)
四、“大山深处的小社会”———单位社会的生活嵌入
单位制度作为市场化改革前中国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当时中国 “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

础”瑏瑩，并在“短缺经济”时代，成为再分配体制下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抓手与组织工具。瑐瑠华尔德
“新传统主义”之后，后续的学者们大致以两条路径展开对于单位的研究，一条以自上而下的宏观制度
结构的视角，核心观点是“社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单位的制度结构，单位的行为和单位内部的运作机
制，是宏观制度结构影响的结果，对于单位结构以及单位行为、个人行为的分析，证明了制度决定组
织、决定个人特征和行为的关系”瑐瑡，另一条路径是自下而上的行动者视角，核心观点是 “普通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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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单位这一特殊组织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有策略地行动，从而产生制度和组织中独特的行动结构，反

过来对制度和组织的各种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产生巨大影响”瑐瑢，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也暗合了口述史
自下而上反叛传统史学的初衷。
本文通过“单位社会”来概括进入稳定期后三线厂的微观世界，以 “生活嵌入”来形容三线厂及

三线人在三线地区的生活状态。前文所述“工地社会”体现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与工业化初期，
国家权力是如何弥散在生产实践的背后，“类军营社会”用于概括战备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社会军事
化的尝试，上述两者都带有短时间、应急性和临时性的特征，而当三线建设逐渐进入稳定期后，各三线
厂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山深处的小社会” ( SX20 口述，2019) ，“大山深处”体现的是嵌入性，“小社
会”则是单位制，国家“在单位内部通过一个微型社会的建构，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制
度化的媒介和严格的规则，是一种经过压缩后的社会模型”。瑐瑣

三线企业因为远离城市，因此必须把后勤这一块配套起来作为保障，所有三线企业都是这样，

就像一个小社会。有人说过这句话，“三线企业除了监狱没有，什么都有”。我们厂和其他三线企
业一样，就是个“小社会”。厂从托儿所开始，小学、中学、食堂、卫生所、礼堂，还有小卖部、
商店、粮店，反正社会上该有的都有。我们厂还有车队，当时解放牌大卡车有 30 多辆，经常派车
出去到什么北海、海南岛拿些海产品过来给职工。所以，开始建厂的时候职工生活是非常艰苦，等
厂建起来开始生产产品了，厂领导对后勤这一块非常重视，生活就慢慢好起来了。 ( SX93 口述，
2019)
与此同时，相对于周边地区来说，单位社会为三线人提供了一个在战备年代较为稳定的现代化生活

环境，生活物资的配给、生活设施的完备、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使得其与当时中国的各类群体相比，
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处于一个明显的优越地位: “我们厂里边曾连续三年在春节的那天晚
上，全厂职工包括家属在大食堂里欢聚一堂，免费吃年夜饭，工厂提供。食堂外边有个广场，平常职工
的业余生活很丰富，也有个灯光球场，经常组织篮球赛、羽毛球赛、乒乓球赛。除了大食堂，工会还有
一个礼堂，还有一个小的舞厅，还有乐队”。( SX93 口述，2019) 甚至有的 “企业除了火葬厂没有外其
余都有。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卫生所、招待所，还有冷冻库。那时候吃肉紧张，副食品供应
不上，听说广西的肉特别多，我们就开着车去广西拉回满满一车的冻肉、咸肉、咸带鱼那些东西，分给
职工一部分，食堂一部分。最后一看太多了，没办法，专门修了一个冷库。还能自己做冰棍和汽水。为
了解决喝奶的问题，厂里养了奶牛。我们还有酒厂生产酒”。( SX85 口述，2019)
当单位社会嵌入当地生活系统时，这种现代性生活方式与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因此，三线人多少具有那个时代特定的身份优越感，同时，他们的相对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引起了当

地人的不满: “我们过来算工资高的，他们当地的工资很低。我们吃的菜就向当地农民买，有时候一个
礼拜两个礼拜拎个鸡回来。猪蹄两毛五分钱一斤，鸡蛋七分八分一个。他们当地人就认为，你们上海内
迁过来的人太有钱了，你们是‘大地主’，你们还吃得起鸡，你们把这个地方的菜都给买贵了，那我们
怎么办?” ( SX59 口述，2019)
由此，当外生的单位社会嵌入原生的当地生活系统时，现代与传统在同一个时空相遇，“富裕与贫

穷”“先进与落后”这类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话语在两个社会成员当中口耳传递，并借助工地社会、类
军营化社会所带来的天然区隔，“我群”与“他群”开始形成，日常生活中的冲突也开始显现: “好多
事情和当地的老百姓有矛盾，比如说，老百姓紧挨着工厂的围墙种地，但是工厂的图纸设计中，围墙外

要 ( 保持) 一定距离。我们不让种，就容易发生冲突。……处理这些关系，一般都通过区、公社来联
系解决。因为什么呢? 他们用着我们的了。我们许多厕所 ( 的粪肥) 都分给公社的生产队用，不这么
做的话，就容易产生矛盾”。( SX131 口述，2019)
冲突之下，三线厂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往往会让渡部分利益给周边地区的

农民，而农民也“抓住机遇”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博弈最终实现了动态的平
衡与长期的默契。
在这种持久的博弈过程中，部分三线厂甚至主动转变策略，帮助周边地区建立较为现代化的基础设

施，让这些地处偏远的村庄接触到了前所未有的相对现代的生活方式，这种 “现代性灯塔”的引领作
用，为促进偏远地区从传统转向现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过来以后对当地农民的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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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附近的地区叫排田，有生产队，我们几乎全包了。他们原来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们帮他们都
接上，开始是免费的。农民种的蔬菜，养的猪，做的豆腐，之前要抬到山下去卖，现在 ( 有了我们厂
就) 不用走很远的路了，在我们那儿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我们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他们也
方便了我们，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厂里有子弟学校，从初一办到高三，但一个年级就一个班，生源主要
是本厂职工 ( 的子女) ，也把附近农民的孩子 ( 接来) ，这样孩子上学就不用走很远的山路了，学费也

是象征性的。厂里当时的医院从儿科、妇产科、针灸科到中医全有，对他们 ( 当地农民也) 接诊，象
征性地收点医药费，原来他们看病没办法，所以从子女上学、文化生活到看病就医，给他们带来了很大
的方便。( 厂里还) 有不少人成为农民的女婿，很熟了，越来越 ( 亲近) 。我们在都匀招工招了很多人，
逐步地与本地 ( 人) 就融成一体了”。( SX20 口述，2019)
五、讨论与结语: 三线建设与另类现代性
现代性发端于西方世界，深深“镶嵌在他们所处的制度、文化和政治环境之中”瑐瑤，但由于其政治、

经济、军事与文化的强势，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二战后为了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出了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现代化的标准路径与发展模板，但在各地

方实践过程中看，普遍性的现代化方案似乎是 “历史终结论”终结的另一个版本。
所谓另类的现代性，从概念含义上说，表面上看是对现代化标准的偏离瑐瑥，从实践层面上讲，是以

该地区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如“以亚洲的方式来实现亚洲的现代化，就是追求亚洲的另类现代性，或
使现代性亚洲化”。瑐瑦那么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则是以中国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中国
化。正如彼得·伯格在论述东亚发展模式时指出的那样: “现代性、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关联，
并非必然是不可避免的或内在的; 相反，它必须重新被解释为是偶然的历史环境的结果。”瑐瑧于是当我们
探讨 1949 年以后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时，不能仅仅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有关发展现代性
的努力有助于我们理解另类现代性的真实含义。
华尔德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构建了 “新传统主义”的理想类型，其中 “新”

代表的是现代性中的工业化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 “传统”则代表的是与依附、顺从、特殊主义
等现象相关联的制度与文化传统，阐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工业权力结构与革命的文化传统之间的

关系。瑐瑨

本文借鉴华尔德构建理想类型的思路，从 “工地社会的生产嵌入” “类军营社会的组织嵌入”与
“单位社会的生活嵌入”三个组合概念来阐释三线建设中的现代性嵌入问题，其中 “工业化的生产”
“科层制度的组织”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 “新”的力量;
而“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 “单位社会”则是一种深受文化传统、革命经验与制度惯习的 “新
旧混合体”。本文以这种“新 +旧”的理想类型希望借以说明现代性的在地化问题，或者中国的另类现
代性问题。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
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色彩， “工地社会”是国家主义在工业生产的直接显现，
“类军营社会”得到了民族主义的情感支持，“单位社会”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是极具
现代性力量的生活空间，但同时也被深植于中国传统土壤的各种力量所改造。
与之而来的是另类的现代性体验。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体验是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

的个体体验，那么在三线建设时期这种另类的现代性体验则是一个历经百余年屈辱历史的悠久民族在现

代性实践过程中，即将面临又一次国家危机时的命运共同体体验，或曰中国体验。虽然中国体验最早源
自改革开放后急速的社会变迁下中国民众微观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提炼，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

中国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概括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想类型，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实践之中。
三线建设时期，它是内外紧张局势下，国家主导的现代性项目快速嵌入地方时亲历者们跋山涉水时

的牺牲感与崇高感，是“工地社会”欢腾景观下为了 “让毛主席睡好觉”的朴素的奋进感，是 “类军
营化社会”保密网络中的紧张感与蓄势感，也是局势稍待稳定后 “单位社会”里的优越感。这种独特
的集体层面的中国体验具有涂尔干意义上的 “突生性”特征，虽然源自个体体验，但一旦形成就具有
不同于个体体验的特征与功能。这里，我们沿着涂尔干的 “集体表象”与莫斯科维奇的 “社会表征”
概念，以集体表征瑐瑩进行统合，视“中国体验”为毛泽东时代生发并延续至今的集体表征。它具有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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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建构能力，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
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最终形成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彪炳千古的人物群像———三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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